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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九十年代以来小说中的民间诙谐文化成份及其功能 

周引莉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商丘，476000) 

摘要：民间诙谐文化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民间叙事的一种典型代表。它通常以笑话、故事、谚语、俗语、 

顺口溜、歌谣等形式出现。针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小说中的民间诙谐文化，主要分析其语言的诙谐性。贾平 

凹、莫言、韩少功、毕飞宇、谭文峰、刘醒龙、刘玉堂、王安忆等作家的作品中，均包含了很多民间诙谐文化。 

这些民间诙谐文化有些单纯出于娱乐目的，体现了老百姓的审美趣味，增强了作品的娱乐性、可读性和艺术性； 

有些则含沙射影，带有强烈的讽刺批判色彩；还有些借助知识者叙述的修饰，使民间诙谐具有了雅致的幽默风格。 

关键词：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贾平凹；莫言；韩少功；民间诙谐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4−0211−06 

巴赫金认为民间诙谐文化主要有两个特征：首先 

是全民性，其次是包罗万象的。民间诙谐文化是民间 

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民间叙事的一种典型代表。它 

通常以笑话、故事、谚语、俗语、顺口溜、歌谣等形 

式出现。巴赫金还认为民间诙谐文化有三种基本的表 

现形式。首先，是各种仪式、演出形式、节日活动中 

与之相关的诙谐表演。其次，是各种诙谐的语言作品 
(包括戏仿体作品)。第三种是各种形式和体裁的广场 

言语，包括骂人话、指天赌咒、发誓、民间的褒贬诗 

等。 [1](5) 民间诙谐文化作为人类追求自由快乐的一种精 

神，渗透着民众对现世幸福的追求。它解开了民众身 

上来自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束缚和枷锁，使得人与人之 

间形成一种自由平等的关系。拉伯雷的《巨人传》中 

包含的民间诙谐文化曾长期不被人们重视，且被排斥 

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文化之外。但当巴赫金以狂 

欢化理论阐释了拉伯雷之后，却吸引了很多人对拉伯 

雷及其《巨人传》进行研究，而且对巴赫金狂欢化理 

论的再阐释也逐渐接近了民间文化的本质。 

本文针对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小说中的民间诙谐 

文化，主要分析其语言的诙谐性，也就是巴赫金所说 

的民间诙谐文化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各种诙谐的语言 

作品。贾平凹、莫言、韩少功、毕飞宇、谭文峰、刘 

醒龙、刘震云、刘玉堂、赵德发等作家的作品中，均 

包含了一些民间诙谐文化的内容。这些民间诙谐文化 

的功能及特点大致有三点：有些单纯出于娱乐目的， 

体现了老百姓的审美趣味；有些则含沙射影，带有强 

烈的讽刺批判色彩；还有些借助知识者叙述的修饰， 

使民间诙谐具有了雅致的幽默风格，提高了小说的审 

美品位。 

一、以民间诙谐文化充实内容， 

塑造人物，提高作品娱乐性 

诙谐文化在民间常以多种形式出现，相应地在文 

学作品中也常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1.  通过日常笑料、生活细节等展现民间诙谐文 

化，从而提高作品的可读性 

贾平凹是一位善于借鉴民间资源的作家。他的小 

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常对一些日常笑料、诙谐 

细节多次使用，让人不免为作家创作素材的贫乏而担 

忧。这一方面表明作家很重视这些民间诙谐文化对小 

说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提醒作家应该进一步深入群众 

当中，搜集更广泛的素材。《秦腔》中有多处笑料： “人 

傻钱多”的电报、大象与蛇斗嘴、判断生男生女、过 

了四十的女人不像女人等。这些笑料既反映了农村的 

现实、农民的心理特征，又表现了民间制作笑料的诙 

谐机智，同时也反映了民间诙谐文化粗俗和藏污纳垢 

的一面。 

莫言是一位善于吸取民间狂欢色彩入小说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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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来潮”式作家。他的一些小说由于直接引用民间顺 

口溜、笑料，或采用排比、夸张、戏仿等狂欢式叙述 

方式，使内容充满滑稽、戏谑色彩，具有明显的诙谐 

风格。如《白棉花》前半部分的语言风格很诙谐，尤 

其文中生动叙写了方碧玉的一个诨名“日本尿素”的 

来历。作者写“小日本科技发达” ， [2](441) 在“日本” 

前面加上一个“小”字，很生动地把蔑视、肯定与取 

笑融为一体。这是抓取生活细节而产生的诙谐文化， 

而且那样的生活细节也许只有走过那一段时光的人才 

会有更深的体会。 
2. 通过人物对话、行动等表现民间诙谐文化，使 

人物形象更立体生动 

贾平凹的《高兴》中，五富邋遢，无聊时便翻裤 

腰捉虱子，但又爱点面子，捏起一个东西丢在地上， 

便掩饰着说： “我还以为是只虱子哩！ ”而刘高兴偏爱 

揭他的短，说： “我还以为不是个虱子哩！ ” [3](24−25) 又 

如，刘高兴普通话不好，却自我安慰说： “普通话是普 

通人才说的话，毛主席都说湖南话的，我也就说清风 

镇 话。 ” [3](28) 这些人物语言及动作在贾平凹以前的作 

品中也曾有出现。说明作者很重视利用这类笑料充实 

小说内容，而这些笑料也恰恰能揭示农民虚荣、自欺 

欺人等心理特征，能为塑造他笔下的人物服务，同时 

也给作品带来轻松娱乐的阅读快感。 

刘震云的《手机》从总体风格上，充满诙谐色彩。 

如严守一要给张小柱回信。信写好，找他爹要八分邮 

票钱。他爹刚与卖葱的老牛翻脸，正在气头上，兜头 

给了严守一一巴掌： “说句话还要钱，我靠！ ” [4](6) 一个 

动作一句话便把农民的吝啬、粗鲁形象地勾勒出来， 

真是言简而意丰！ 

韩少功是一位善于理性思维的作家。他在作品中 

也很重视对民间诙谐文化的借鉴。他的短篇《末日》 

开篇就写地震带给农民的恐慌，其中一个老汉与队长 

的对话体现了农民特有的思维方式。农民对地震是怎 

么回事缺乏科学的认识，但又想探个究竟，所以他一 

连串地问队长到底是谁要“震”的？逼得队长无法回 

答，就用文革式语言对付他： “是美帝国主义要震！美 

国，你懂不懂？就是在朝鲜和越南丢炸弹的坏家伙。 

他们觉得炸弹不过瘾了，晓得我们也有原子弹了，就 

发明地震。明白了吧？” [5](319) 这样大家哦了一声，都 

表示恍然大悟。这里面的对话恐怕也只有农民式的思 

维才会出现，其中的滑稽与诙谐不言自明。尽管这种 

诙谐不一定是农民故意制造， 或者有作者创造的成分， 

但比较符合农民的特点，既反映了农民的滑稽可笑、 

无知愚昧，又表现了队长以势压人的粗暴作风和故作 

聪明的官僚作风。 

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非常写实，但也偶尔利 

用一下民间诙谐文化。 如写封合作由于去过两次南方， 

不得不学说普通话，所以在村民会上不自觉地冒出一 

两句普通话味道的家乡话，便有妇女们暗暗发笑，小 

声说： “哎呦，书记跟南方人串了花了。 ”串花本意是 

指植物因花粉杂交而产生的变异现象，在这里却被爱 

取笑的农妇们诙谐地活用了。 
3. 通过民谣体、顺口溜等形式的民间诙谐文化充 

实内容、表现人物 

贾平凹的《秦腔》中有一些民谣性质的笑料，如 

赵宏声把引生的创作转述给夏风听： “鬼混这事，如果 

做得好，就叫恋爱；霸占这事，如果做得好，就叫结 

婚；性冷淡这事，如果做得好，就叫贞操；阳痿这事， 

如果做得好，就叫坐怀不乱。 ” [6](71) 作者把这段笑料安 

到引生身上，表现了引生的创造性思维。其实，引生 

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疯傻之人，他主要缺乏的是正常人 

的理智和自控。 他对白雪的痴情，他的很多心理活动， 

都透着正常人的心理，甚至比正常人更真诚坦荡、更 

纯洁无私！ 

莫言的 《白棉花》 中提到一首充满诙谐色彩的 “摘 

棉歌” ： “八月里来八月八，姐妹们呀上坡摘棉花，眼 

前一片白花花， 左右开弓大把抓， 抓， 抓， 抓。 ” [2](442−443) 

这首歌谣显然充满了民间话语的粗俗直白色彩，尤其 

是最后一句，把农民渴望财富的迫切心理以及劳动时 

紧张欢快的气氛生动地展示出来，从而造成一种漫画 

式的诙谐风格。莫言《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中 

有这样几句： “我们写诗歌赞美他： ‘王小涛，粘豆包， 

一拍一打一蹦高！ ’我爹说： ‘你们这些熊孩子净瞎编， 

皮球一拍一打一蹦高，粘豆包怎么能蹦高？一拍一打 

一团糕还差不多。 ’ ” [7](61) 这里“我爹”的两句话充分 

体现了农民的实在与诙谐。小说中还提到村子里的老 

光棍因为迷恋两个漂亮的女右派而自编传诵的诗歌： 

“蒋桂英拉泡屎，光棍子离地挖三尺； 陈百灵撒泡尿， 

小青年十里能闻到。 ” [7](59) 这样不避粗俗的诗歌恐怕也 

只有在乡土民间才能听到。 

山东作家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写初中文 

化的生产队长刘玉华，外号业余诗人，他的诗作基本 

采用顺口溜的形式，如“集体劳动好，把爱情来产生。 

个体劳动则不行，不管你多么有水平” 、 [8](104) “苹果 

树大家栽，一人发财不应该。虽然承包有合同，不合 

理的应该改。公家嫂子实可爱，近年变得有点坏。作 

风问题还在其次，关键是钻进钱眼儿里出不来”等 

等 [8](142) 。这些顺口溜式的东西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往往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从而体现了 

民间诙谐文化的娱乐色彩。而且，这些俚俗生动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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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笑文化是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中提到封大脚老年时逗 

孩子们玩的“颠倒语” ： “颠倒语，语颠倒，蚂蚁过河 

踩塌了桥。四两的葫芦沉到底，千斤的碌碡水上漂。 

漂什么漂，摇什么摇，老鼠逮着个大狸猫。东西胡同 

南北走，出门见了个人咬狗。拿起狗来砸石头，倒叫 

石头咬了手……。 ” [9](284) 这样的颠倒语是农民闲暇时 

的娱乐，充满了诙谐逗乐的滑稽色彩，体现了农民对 

待生活的机智与乐观。颠倒语的产生或许与民间某些 

黑白颠倒的现实启示有关。《缱绻与决绝》中还有一辈 

辈流传下来的充满生活乐趣的童谣： “吃了饭，没有事 

儿，背着筐头拾盘粪儿，攒点钱，置点地儿，娶个媳 

妇熬后辈儿！ ” [9](23) 还有儿童们自发编唱的用来讥诮封 

老汉的童谣： “老懒虫，老懒虫，懒出一包花花脓！懒 

得捏，懒得挤，唧哩唧哩拉薄屎！ ” [9](284) 这样的童谣 

在成年人看来可能没什么乐趣，但在孩子们心中，却 

充满了逗乐色彩。如果从潜意识分析，孩子们可能通 

过取笑别人的弱点(尤其是成人)来证明自己的优势， 

从而弥补自己受压抑的弱小地位；同时，集体起哄色 

彩的说唱本身也在单纯的孩子们心中充满挑战和刺激 

色彩。因此，他们会乐此不疲。其实，有很多民间诙 

谐文化都是弱小者在反抗强权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 
4. 借用戏仿体造成一种戏谑化的小说语言风格 

莫言采用戏仿体的方式达到诙谐效果的小说很 

多。《司令的女人》中多处戏仿民间快板和四言诗句， 

如爱好写诗、开口就合辙押韵的李诗经老师的话： “司 

令同学，请你上前；抬起你脸，擦擦黑板；小心灰尘， 

迷了你眼！ ” [2](1071) 小孩子受李诗经影响，顺口编的： 

“司令司令，你这懒种；日上三竿，太阳晒腚。东洼 

放牛，南洼割草；沟里摸鱼，河里洗澡；你去不去？ 

不去拉倒。 ” [2](1072) 还有吴巴给一个外号叫“茶壶盖子” 

的女知青写的赞美诗： “‘茶壶盖子’ ，味道真妙；好像 

馒头，刚刚发酵；好像鲜花，刚开放了；闻到她味， 

没醉也醉，闻到她味，三天不睡。 ” [2](1076) 光第一部分， 

类似的四言快板就有九处之多。而且不同的人编的四 

字句体现了不同人的特点，李诗经的刻板善良、小孩 

子的调皮捣蛋、吴巴对女性的亵渎式迷恋等都有传神 

的体现。到了第五部分，近两千字基本上都是以四言 

句为主进行叙事，后面几部分也多处采用四字句，充 

满了戏谑色彩。《司令的女人》 中的另一个诙谐风格主 

要体现在对民间口语土语、秽语脏话的运用。如“我” 

和姐姐的对骂，姐姐骂“我”的话虽然很土，但借用 

了从知青那里学会的“宇宙”一词，暗示了农村人对 

城市和文明的向往。总之，这些四言快板、土话脏话 

等的运用，都体现了莫言天马行空、荤素不忌、百味 

杂陈、肆无忌惮、自由随意、泥沙俱下的语言特点。 

二、以民间诙谐文化进行讽刺批判， 

以引起警醒 

1. 利用对联、民谣、谚语等形式，造成一种讽刺 

批判的诙谐效果 

贾平凹善于引用一些民谣、对联、政治谚语、社 

会谚语等进行讽刺和批判。他在《废都》中借收破烂 

老头说出十余首民谣， 这里摘取其中一首： “一类人是 

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类人作‘官倒’ ，投机倒把 

有人保，三类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四类人来 

租赁，坐在家里拿利润。五类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 

被告。六类人手术刀，腰里揣满红纸包。七类人当演 

员，扭扭屁股就赚钱。八类人搞宣传，隔三岔五解个 

馋。九类人为教员，山珍海味认不全。十类人主人翁， 

老老实实学雷锋。 ” [10](3−4) 这类民谣诙谐生动，讽刺批 

判了社会存在的不正之风和消极现象，是对社会病态 

症候的形象概括。读者可能对书中很多内容淡忘，但 

对这些生动的民谣会有深刻印象，因为这些民谣体现 

了民间文化既活泼诙谐又深刻警醒的一面。还有对五 

种作家进行讽刺批判的民谣，既体现了民间文化的诙 

谐、尖锐、犀利，又展示了其粗鄙化的一面。《废都》 

中还有一幅对联：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 

不行行也不行。这幅对联反复使用的只是小学生都认 

识的六个简单字，但通过顺承、转折等技巧，对社会 

上某些不正之风进行了尖锐讽刺，从而被老百姓传为 

笑谈。所以，民间诙谐文化一方面点缀了小说的内容， 

另一方面又通过小说进行了推广和普及，从而具有了 

全民性特点。贾平凹的《秦腔》中也有一些具有讽刺 

色彩的笑话、民谚、对联等。比如赵宏声给夏风提供 

的写作素材： “党出烟咱出肺，党出酒咱出胃，党出小 

姐咱陪睡，党出贪官咱行贿。 ” [6](459) 类似的新民谣都 

带有强烈的讽刺与批判性。 

谭文峰的《乡殇》中有很多充满讽刺意味的诙谐 

民谣，如关于领导下乡的：组长下田头，耕牛在前头， 

村长下田头，手中有烟头，乡长下田头，秘书跟后头， 

县长下田头，记者抢镜头。又如关于领导检查的：坐 

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中午酒桌见个面，拍拍肩膀 

好好干。还有关于官僚腐败的：早上当包公，中午当 

关公，晚上当济公。又有：要想换口味，多开大小会， 

要想多喝酒，基层走一走。还有说农村医疗的：小病 

拖，大病磨，请不到医生请神婆。说农村教育的：三 

个教师两间房，收了学费没课堂。这些老百姓的口头 

文学既通俗易懂，又生动形象，还不乏深刻，真是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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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类似的还有何申的《年前年后》，其中有一部分写 

乡长李德林到岳父家拜年，家里人边打麻将边说笑， 

说笑的内容有民间对子和笑话，大致都是揭露或讽刺 

某些现实中的不正之风。这样的诙谐话语一方面增强 

了小说的娱乐性，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民间话语对现实 

的讽刺批判态度。 

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中有一幅对联：富人犯大 

法只因法律小犯大法的住宾馆；穷人犯小法皆是法律 

大犯小法的坐监牢。这是对“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 

侯”的民间演绎。这种批判现实的尖锐性在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也算是触目惊心！民间这种敏锐的洞察力和 

强烈的批判性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虽然只是在小说 

中出现，但其尖锐的批判色彩必然会在社会上引起反 

响。这样生动简洁犀利的话语便于在社会上传播，反 

过来也会吸引更多的读者拿小说与社会作比较，并进 

一步结合社会创作出更多类似充满讽刺批判色彩的民 

间诙谐语。同时，社会上流传的民间诙谐文化又进一 

步成为作家创作的素材。这就是文学与生活的互动， 

文学与社会的互动，作家与读者的互动。 
2. 借用人物形象达到讽刺批判的目的 

韩少功的短篇《末日》是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的 

一次尝试。作者主要塑造了一个阿 Q式的农民孙泽彪 

的形象。 当年鲁迅笔下的阿 Q要闹革命， 因为革命了， 

他就可以有权、有钱、有女人。而现在《末日》中的 

孙泽彪要地震，因为他自己没有好房子，也没有老婆 

孩子可担忧。 他看着那些有家有财的人为地震而焦虑， 

就觉得心里十分舒坦。 他还添油加醋地大肆渲染地震， 

来增加别人的恐慌以满足自己的心理平衡。他还做了 

很多美梦，哪些人要死，哪些人该活，哪个女人归自 

己，等等。他所想像的震后自己的生活蓝图，和当年 

的阿 Q做的“革命美梦”差不多。孙泽彪这一形象本 

身就带有小丑的滑稽性，整篇小说的风格也充满诙谐 

与讽刺色彩。 

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中的杨税务是一个 

充满农民狡黠智慧的人。他在文革时期创造了一种既 

能敷衍上级又能指导下级工作的“矛盾话语” 。如，他 

说： “打狗很重要，啊，打狗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 

战争年代，你正要采取个夜间行动，狗叫了，你说咋 

整？现在呢，又有狂犬病，你不打，让它一咬，毁了， 

神经兮兮的了。一个庄要有那么三十五十个的狂犬病 

人，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呢，屁也建不成！当然喽， 

抗旱也是很重要的喽！我看你们村的地都干得跟鳖盖 

子样的了，那还不抓紧抗旱？还打狗呢，分不出个主 

语谓语来！ ” [8](103) 这段话前面是上级指示， “当然喽” 

后面才是他真实的意图。时间长了，大家就知道他是 

和农民站在一起的。他是用“当然喽”引出农民的心 

愿，以农民的智慧来化解政策的失衡，从而抵消官方 

话语对人们的影响。这也是民间文化中所谓的“听话 

听后音” 。而且，这种通过插科打诨、戏谑反讽等手段 

对政治权威话语的弱化，其实也是一种体现讽刺和批 

判的“脱冕”行为，体现了民间文化中诙谐、乐观、 

智慧的一面。 

3. 通过故事情节产生讽刺批判的效果 

山东作家张继的《杀羊》写得诙谐有趣，充满讽 

刺色彩。村里为了迎接上面的检查，要把全村人召集 

起来学习计划生育。但村长知道没有好处，就不会有 

人到场。为了吸引较多的人到场学习，村长以杀羊喝 

羊肉汤为诱饵，结果前三天场场爆满。但村里没钱， 

村长不舍得真杀羊。于是，第一天骗群众说羊跑了； 

第二天又骗群众说羊太小，明天再添只大的一块煮； 

第三天骗群众说羊被主人牵走了。全村人白上了三天 

课都没喝上羊肉汤，才觉醒被骗了，第四天坚决不到 

场学习了。然而检查团偏到第四天才来，村长看无法 

再蒙骗，就狠心真杀了自家的羊。但检查团来时，全 

村人还是没到场学习，因为都在喝羊肉汤呢！小说最 

后，村长带着媳妇的抓伤(因为媳妇心疼被杀的羊)去 

见了乡长， 却获得了乡长的谅解。这篇小说一波三折， 

把农村基层干部的狡黠、无奈和农民们讲究实际、爱 

占小便宜的特性生动地刻画出来。其中虽有对“上有 

政策、下有对策”之类的形式主义弊端的讽刺，但由 

于诙谐的风格，对农民的不觉悟和对村干部狡黠的讽 

刺批判，还是温和委婉了很多，甚至不无同情色彩。 

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中提到农村搞计划生育碰 

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缠着计划生育工作组，非要代 

儿子做结扎手术，工作组不同意，老头反将工作组的 

头头训了一通，说他们挫伤了他计划生育的积极性。 

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民间笑话！是计划生育工作组 

的工作没做到家？还是农民太顽固、狡黠？分析其原 

因：一方面是传统思想观念对农民影响太大，尤其是 

老式农民。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贯彻 

执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病，特别是执行者的专 

横武断，没有做到人性化管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现 

实问题。 

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看出民间诙谐文化的主要特 

点是具有自由自在的娱乐性、关注现实的批判性和藏 

污纳垢的粗鄙性。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小说中还有 

一类作品把民间诙谐文化与知识分子叙述相糅合，尽 

量摒弃民间诙谐文化的鄙俗色彩，使作品不仅具有笑 

文化的内容，还提升了小说的幽默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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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间叙述与知识者叙述结合， 

以凸显雅致 

民间诙谐文化有时在作家笔下是原汁原味的，属 

典型的民间叙述，如前面的很多例子；有时又加进知 

识者的修饰，往往造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幽默感，从而 

形成民间叙述与知识者叙述的融合。 

莫言在创作中善于吸取民间诙谐文化，再结合知 

识者叙述的修饰，从而使作品充满滑稽、戏谑色彩。 

八十年代末写的《欢乐》就充满了民间诙谐色彩，如 

女历史老师骂杨麻子的脸是“鸡啄萝卜皮” ， 杨麻子反 

过来讽刺对方长满雀斑的脸是“今夜星光灿烂” 。《欢 

乐》中的村主任能说会道，既会似通非通地运用官方 

话语，又能通俗易懂地操作民间话语，也亏得这样的 

人才能作乡村基层干部。当抓计划生育的干部找到家 

门，高中生永乐与他们发生争执的几句话十分滑稽好 

笑： “你们一点人道主义精神也不讲吗？村主任狐疑 

地看着你，约有五分钟，才喘息般地说：你得了什么 

病啦没有？这是农村！ ” [11](410) 这有点秀才遇见兵的感 

觉，也是强悍的民间叙述与绵软的知识者叙述之间的 

交锋，当然以知识者叙述失败而告终。因为这是在农 

村！莫言在新世纪写的《生死疲劳》中，白氏劝西门 

闹收迎春为妾的原话(肥水不流外人田)以及叙述人的 

评语(通俗易懂又语重心长)，诙谐生动，读了让人哑 

然失笑。 

和莫言类似，毕飞宇也在“向后退” ，也就是向民 

间寻求资源。毕飞宇善于把民间诙谐通过知识者含蓄 

的叙述表现出来。他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代表作 

《玉米》， 就有几处令人发笑的地方： 玉米对高老师很 

钦佩，因为她曾经教过一道有加减乘除又有括号最后 

得零的数学题， 而三姑奶奶对此评价是： “高老师怎么 

教这个东西，忙了半天，屁都没有。 ” [12] 这体现了农 

民讲究实用的生活观。彭国梁寄给玉米的信被一群年 

轻人拆开看后又用唾沫沾上了，玉米气得口出恶言， 

把信扔到地上。而麻子大叔偏偏捡起信，厉声对那群 

年轻人说： “唾沫怎么行?你看看，又炸口了！ ”他用饭 

粒粘好后交给玉米说： “这不好了。 ”玉米气得浑身发 

抖，麻子大叔却安慰道： “再好的衣裳，上了身还是给 

人看。 ” 麻子大叔的思维方式是他那个年龄的农民特有 

的，与作为少女的玉米的敏感好面子恰形成反差，从 

而造成诙谐效果。玉米在经历了初吻的甜蜜后，心里 

想： “恋爱也是个体力活呢。 ”一向敏感内向沉稳的玉 

米一下子具有了轻松诙谐的气质，这难道不是爱情的 

力量？！王连方与有庆家的通奸被有庆撞个正着，有 

庆脑子一时没转过弯，呆在那里，而王连方竟说： “有 

庆哪，你在外头歇会儿，这边快了，就好了。 ”王连方 

在走出有庆家门时，还自言自语： “这个有庆哪，门都 

不晓得带上。 ”这样的诙谐真让人咂舌！也许只有嚣张 

的村支书才能制造。当王连方不当官了，去找有庆家 

的而遭到冷遇时，误以为是有庆家的势利，就依然很 

嚣张。竟一个人躺在有庆的床上一字不差、一句不漏 

地唱完了整场《智斗》，等于是用嘴巴敲了一阵锣鼓。 

王连方嚣张的报复方式让人瞠目结舌、哭笑不得，真 

是一般知识分子无法想象的。 

贾平凹的《秦腔》中有多处笑料似乎缺少知识分 

子叙事的雅致，但关于“赠书”的笑话则蕴含了多重 

含义，显得趣味不同：被赠者对书的漠视反映了知识 

不被重视的现实，赠书者二次赠书的“呆气”与执着 

反映了作者不肯与社会同流合污的知识者脾性，有一 

种不识时务、桀骜不驯、甚至戏弄人的恶作剧心理。 

现实社会中这样“呆气”的知识分子恐怕很少，但这 

样的知识分子不是很可爱吗？ 

韩少功《暗示》中有一篇《残忍》，开篇写“文革” 

中的批斗现象： 

……但我们的生产队长汉寅爹并不擅长斗争，虽 

然也能拍桌子瞪眼睛，但说不出什么道道。挨斗的若 

是老人，若是满头大汗两腿哆嗦，他还会递一把椅子 

过去让对方坐下。 “ 肏 你这个贼 的，要你坐你就坐，站 

得这样高想吓哪一个？ 

他横着眼睛呵斥。 [13](343) 

汉寅爹的批斗乍看很粗鲁野蛮，但一把椅子就透 

露了他的善良，尤其“站得这样高想吓哪一个”真是 

传神！这一句话便把生产队长顺水推舟、貌似威严的 

表情刻画得活灵活现， 掩机敏于粗鲁， 藏善良于诙谐。 

作者把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结合起来，寥寥数语，便 

把生产队长老练、粗鲁、机敏、善良等多种性格因素 

展示出来。再看《暗示》中的《镜头》一篇中，有这 

样一段： 

那时的电视节目少， 中央台全天播出不到五小时， 

而且包括太多打农药、水稻密植一类的科教片。尽管 

如此，有一个农民觉得电视机里的男女还是太辛苦， 

他们天天跑到这里来说啊唱的，也从不要吃茶饭，来 

去无踪，真是天兵天将啊！另一个青年农民忍不住上 

前去摸一摸机子， 不料恰逢电视里切换节目音乐大作， 

吓得他赶快缩手并且两眼圆睁：怪了，洋片匣子也怕 

胳肢？ [13](190) 

作者通过农民特有的思维和观念，尤其是通过农 

民与知识者思维和观念的反差来反映民间的诙谐文 

化。这里面的趣味真是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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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位作家在处理民间诙谐文化时略有不同， 

莫言是热情洋溢地投入，狂欢般地表现；毕飞宇是冷 

冷地观察，简要地勾勒；贾平凹是尽力地还原，默默 

地修饰；韩少功是理性地分析加戏剧化处理。所以在 

作品中所产生的幽默效果也略有不同。莫言的幽默让 

人开怀，毕飞宇的幽默让人惊叹，贾平凹的幽默让人 

欣喜，韩少功的幽默让人思考。 

民间诙谐文化由于其娱乐性利于在民间传播和扎 

根，从而为作家搜集小说素材提供了资源；而进入小 

说的民间诙谐文化又进一步为其传播提供了有效途 

径。因此，民间诙谐文化与小说之间产生的互动也就 

是现实与文学、文化与文学之间产生的互相影响、互 

相促进。近年来，民间诙谐文化已呈现愈演愈烈的态 

势冲击着人们的生活，民间诙谐文化与民众的日常生 

活几乎是形影不离，当下盛行的电视小品、相声、娱 

乐短信、网络笑话等等也充分展示了民间诙谐文化的 

巨大能量，弥补了官方严肃文化的局限性。因此，随 

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民间诙谐文化也在以不同的方式 

不断地渗透到更多领域。这一现象兴盛的深层原因大 

概与当下社会的大众性、消费性、娱乐性等后现代特 

点有关。 

总之，民间诙谐文化具有自由自在的娱乐性、讽 

刺现实的批判性、藏污纳垢的粗鄙性和机智风趣的幽 

默性等特点。赫尔岑说过： “要是能撰写一部诙谐史， 

那是非常有趣的。 ” [13](69) 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的小说对民间诙谐文化的借鉴，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娱 

乐性、可读性和艺术性，也实现了讽刺批判的社会功 

能，同时也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幽默品格。我们应 

该发挥民间诙谐文化的有利因素，克服其粗鄙性，利 

用它丰富民众的精神领域，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精神 

文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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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Function in the Novels since 1990s 

ZHOU Yinli 

(Literal Arts College,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Shangqiu 476000, China) 

Abstract: Folk humor culture is the collective wisdom and a typical folk narrative. It is usually a form of joke, story, 
saying, ballads, etc. The humor of language is principally analyzed in the novels since 1990s in this paper. In the works 
of Jia pingwa, Mo Yan, Han Shaogong, Bi Feiyu, Tan Wenfeng, Liu Xinglong, Liu Yutang and Wang Anyi, etc, there are 
all kinds of folk humor culture. In the folk humor culture, some reflect the esthetic tastes of people, and enhance artistic 
and enjoy; others contain strong criticism; and others contains elegant style by the skill of intellectual narrative. 
Key Words: novels since 1990s; Jia Pingwa; Mo Yan; Han Shaogong; folk humor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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